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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域”圖景到“亞細亞”
———論東西文明視域下的“絲綢之路”地理觀

李阿慧

上海外國語大學

摘　 要：通過“西域”與“亞細亞”兩種觀察視角，立足於古代東西文明比較的歷史境遇，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絲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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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地理觀念的形成史。 “西域”體現了古代中國對西方世界的認知圖景，而“亞細亞”是古代地中海文明對東方

世界的觀察與想像。 在歷史上，“西域”與“亞細亞”的邊界逐漸向外部空間擴展，兩種視角的外拓幾乎同步，形成

了廣義西域與廣義亞洲的地理觀念，這意味著古代“絲綢之路”既是由東方通往西方的“西域”之路，也是從西方朝

向東方的“亞細亞”之路。 最後，１９ 世紀之後“西域”與“亞細亞”兩種視域的融合，也開啟了近代“絲綢之路”文明

圖景的建構。

關鍵词：西域；亞洲；絲綢之路；文明交流；地緣秩序

引言

晚近學術界對“絲綢之路” 地理觀念的研究，一方面注重歐洲地理學家尤其是李希霍芬（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ｏｎ）對“絲綢之路”概念的定義以及傳播，並將其看作是近代亞洲地理觀念以及中心交通概念，此
視角著眼於“絲綢之路”地理觀所蘊含的近現代歷史、文化以及經濟等領域的意義；另一方面，學者也提出有

必要將“西域”等地理空間引入“絲綢之路”研究，形成有新地方性與本土化的“絲路”話語①，這一研究視角

是從中國傳統的歷史地理觀念開拓對“絲綢之路”的認知視野。 基於以往的研究視角，本文聚焦於“西域”與

“亞細亞”雙重視角對“絲綢之路”的形成史進行研究，這實際上將“絲綢之路”置於古代東西方文明比較的

歷史境遇之中加以理解，從而揭示其所蘊含的“世界歷史”敘述。
“西域”體現了古代中國對西方文明的認知圖景，而“亞細亞”是古代地中海文明對東方世界的觀察與想

像，兩種視角之間既在地理隔絕中彼此相對，又在歷史演進中相互交融。 西元前 ２ 世紀以降，伴隨著東西方

文明交往的日益加深，西域與亞細亞的邊界逐漸向外部空間擴展，在其後的 １６００ 餘年中（至 １５００ 年的地理

大發現時期）兩種視角的外拓幾乎同步，形成了廣義西域與廣義亞洲的世界圖景。 古代“絲綢之路”既是由

東方通往西方的“西域”之路，也是從西方朝向東方的“亞細亞”之路，它的形成與變遷是雙向度而最終得以

相互融合。 近代以降，隨著西方地理觀在中國知識界的支配性地位，學人開始全面接受“亞洲”地理觀，在這

種情形之下，晚清學者開啟了對於西域與亞細亞兩種視域的融合與交匯，並最終確立了近代意義上的“絲綢

之路”文明圖景。

一、 廣義西域的天下圖景：古代中國的“絲綢之路”

天下圖景作為一種古代中國的世界觀念，是由華夏與四裔諸要素所組成的。 華夏作為天下文明的核心

區，而四裔是對華夏四周各民族的統稱，包括西北內陸的“西域”，以及東南、西南沿海的“島夷”與“西南

夷”。 西域的特殊性應該置於天下圖景的普適性之中加以思考，隨著西漢以後的中央王朝與西域地方政權

的深入交往，西域圖景呈現出不斷向西擴展的趨勢，逐漸由西域內屬國擴展至中亞、西亞乃至羅馬帝國，形
成了“廣義西域”的觀察視角，這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國對歐亞內陸文明主體的認知，同時也形成了古代中國

“絲綢之路”的文明圖景。
在先秦時期，通常以“西戎”指代西域。 “西戎”強調的是西北地區的部族屬性，而“西域”更強調西北的

地理空間屬性。 先秦典籍中有大量華夏與西戎關係的記載，這些史料可以反映夏商周時期的基本史實。 華

夏大體相當於《禹貢》“九州”的範圍，春秋以降，華夏與西戎雖然長期處於緊張的對峙，但又有處於彼此交織

的關係之中，從而在文明譜系上不能加以完全分離。 故而在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念之中，華夏與四裔之間既

有文明系統的差異性，但又具備基於血緣與地緣的共通性與一體性。
西漢武帝時（前 １３８ 年），張騫始通西域被稱為“鑿空”，相當於古代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地理大發現”，這

也標誌著古代中國“絲綢之路”文明圖景的最初確立。 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所陳述的西域是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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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帕米爾高原以西的費爾幹納盆地）為中心，並向四方各區域的文明延伸，“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

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鳁、於寘” ②。 漢武帝時期，在擊潰了河西地區的匈奴部落之後，先後設立了河西

四郡，並對西域諸國採取羈縻政策，所謂羈縻就是籠絡之義。 而這種對西域的羈縻政策實際上也是為了抗

衡匈奴，是漢帝國在國際範圍的合縱連橫。 因而，最早的西域圖景包含中央王朝對異域文明的“聯合”與“抗

衡”兩方面因素，並將華夏為中心的禮儀規範與價值體系向亞洲內陸擴散，構成了天下圖景的週邊與邊界。
西漢以後中央王朝的“大一統”觀念與天下圖景相適應，王朝的統治不局限在設立郡縣的內地，還進一

步滲入西域各地方政權，從而也奠定了“大中國”的地理空間格局。 《漢書·西域傳》對西域三十六國的分佈

有詳細記載：“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裏，南北千餘裏。 東則接漢，阨以

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一出於闐。 於闐在

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③。 大體相當於在天山與昆侖山之間的環塔克拉瑪幹沙漠的綠

洲地帶，而且都是定居的城郭國，與匈奴、烏孫等逐水草而居的習俗不同。 《漢書》輯錄了蔥嶺以西的大宛、
安息、康居、條支等國，並對西域各國與長安的距離有非常精確的測量，這反映了當時對西域的地理有較為

客觀的認知。 而西域都護府的設置為漢王朝管轄西域地區提供了便利。 因而，西漢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
不僅僅可以看作長安至西域各綠洲王國之間的交通路線，也包含了政治與文化上的雙重聯繫。

但在東漢時期，中原與西域的聯絡曾一度中斷，西域各地方政權也往往受到匈奴的控制。 漢和帝時期

（９１ 年），班超被任命為西域都護，其後西域的五十餘國先後成為內屬國，東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更加順暢，
“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裏外，皆重譯貢獻” ④。 條支也即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⑤，條支當時已經被

安息（帕提亞帝國）所吞併，而成為其附屬蕃國，但《後漢書》仍沿用條支的地理名稱，因而西域的西端已經到

達伊朗高原西部至地中海的東岸。 永元九年（９７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但僅抵達安息西部

的海濱就返回。 值得注意的是，《後漢書·西域傳》極為詳細地羅列了羅馬帝國的地理範圍、城邑數量、政治

制度、風俗習慣，並記載了 １６６ 年羅馬皇帝遣派使者到達中國的史跡，“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

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

焉” ⑥。 “大秦王安敦”為 １６１ 年至 １８０ 年在位的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勒留，其全名為馬爾克·奧列里烏斯

·安東尼·奧古斯都（Ｍａｒｃ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ｎｔｏｎｉｎｕｓ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當時羅馬帝國正與帕提亞帝國進行常年戰爭，帕
提亞帝國佔領了亞美尼亞與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西域路徑不完全暢通，於是派往漢朝的使者從南部邊疆穿

行經日南（越南）到達漢朝，這一記載反映了漢王朝與羅馬帝國兩大文明之間的第一次使節溝通。 《後漢書》
中記載大秦通過與安息、天竺的海上貿易，另外《梁書》記載東漢末大秦商賈往往到達東南亞的扶南、日南、
交趾等地行商。 這說明羅馬帝國到達中國的早期路線很有可能是一條經由亞洲南部海岸線的商業路線，在
東漢末乃至三國時期，羅馬帝國派出的使節大多從越南抵達中國。 北魏建國之後，西域諸國屢次遣派使者

來貢，北魏又於 ４３７ 年派遣董琬出使西域十六國，他將沿途所見所聞傳回北魏，進而將西域劃分為四域：“自

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

一域。” ⑦這種劃分擴充了對西域地理空間的認識，北魏時期歐亞之間的大通道也比以往更加暢通，從蔥嶺以

西到羅馬帝國的歐亞大陸形成了商賈往來不斷的局面。 因而，這顯示了早期“絲綢之路”已兼具陸上與海洋

兩種貿易路線。
如前所述，西域與西戎分別指代地理空間與民族分佈而言，在《新唐書·西域傳》與《舊唐書·西戎傳》

的內容是相通的，都是對古代西方文明的代稱。 《舊唐書》有專門的突厥傳與回紇傳，而西戎傳中的民族不

僅包括黨項、高昌、吐谷渾、焉耆、龜茲、疏勒、於闐等傳統的西域王國，還包括天竺、康國、波斯、拂菻、大食等

中亞、南亞以及西亞王國。 而且，直至唐朝，西域是中華、突厥、阿拉伯、印度等多元文明的交匯地，同時外來

文化也通過西域影響唐朝，西域各國商賈、流人遷徙往來於長安、洛陽等地，導致西域與唐朝之間的華化與

胡化現象十分突顯。 進言之，廣義西域的“絲綢之路”是各種異質文明相互交融的地理空間載體，隋唐之後，
中華文明也是在充分吸收域外文明的基礎上而不斷演化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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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從北宋到明後期所繪製的古代輿地圖中，可以看到不管是“九州”還是“中國”僅限於長

城以內，並不包含漠北地區，也幾乎不包括嘉峪關以西的西域。 蒙古帝國的建立使得多元化的西域趨向一

體化，元朝的“華夷圖”及“混一圖”則顯示出跨區域的天下圖景，因而不僅僅包括“九州”範圍，還包含了華

夏以外的西域、吐蕃、天竺、韃靼等。 《元經世大典圖》顯示的西域範圍已經達到賽普勒斯及埃及，這意味著

元代實際上已經對歐亞大陸有較為全面與客觀的認知，中央王朝並不強調基於“國界”的疆域觀，而是注重

採取“柔遠”與“冊封”等方式確立一種跨越國界的天下觀念。 《明史》中既有外國傳又有西域傳，將明朝東

部及東南地區的藩屬國、歐洲國家以及北方的韃靼、瓦剌等列入外國傳，而又將烏斯藏（西藏）、西北回部及

藩屬國、西亞各國列入西域傳。 明代出現的各種西域地圖呈現出新的視野，如嘉靖年間《西域土地人物圖》
的西域範圍包括了嘉峪關到歐亞交界的土耳其伊斯坦布爾⑧。 這種廣義西域的圖景影響了清以後的西域地

圖繪製。
清代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清廷平定了位於西域核心區的厄魯特蒙古准噶爾部，其後纂修的《西域圖

志》反映清朝強盛時期的西域觀，體現中央王朝固有的天下圖景，全圖沒有國界線，與疆域範圍的邊緣標示

各大藩屬部族和鄰邦。 從清中期官修西域輿圖來看，西域的南北範圍是以印度與俄國為界，東西兩端則是

從嘉峪關到撒馬爾罕，主要包括中亞地區的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安集延、那木幹、塔什干、布哈拉等地，以
及愛烏罕、痕都斯坦、阿勒提等地區。 清朝中央政權與西域外屬國所建立的宗藩關係一直持續到清末，隨著

俄國在 １９ 世紀中後期對西域各汗國的實際控制，對於晚清知識界而言，西域不再是天下圖景中的邊緣地帶，
而漸漸成為近代世界體系中“亞洲”的一部分。 這也意味對古代“絲綢之路”的再認識，也需要在古代西方地

理學傳統尤其是“亞洲”地理觀念的形成中加以重新思考。

二、 “亞細亞”地理觀：地中海文明視域下的“絲綢之路”

“亞細亞”（Ａｓｉａ）一詞的起源很早，一般認為是由腓尼基人提出來，指愛琴海以東的日出之地。 “腓尼基

人生活在東地中海與黎巴嫩山脈之間狹窄的走廊地帶，每天望見太陽下落的餘暉撒在海面上。 黎巴嫩山脈

的背後是亞述人的天地，西元前 ９ 世紀腓尼基併入亞述帝國後，亞述人的語言裏也開始使用這個詞，並承襲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東部的方位觀。” ⑨因而，“亞細亞”體現了希臘對東方的觀察視角，其區域包括小亞細亞半

島以及更遠兩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相應的文明系統為亞述及波斯。 而“歐羅巴”（Ｅｒｅｂ）指的是愛琴海以西的

日落之地，相應於歐洲大陸及其以西。 在《漢書·西域傳》中也將條支以西的地區描述為“日入之地”，實際

上是歐洲與亞洲交通的樞紐地帶，從條支乘水西行正是經過小亞細亞半島以南的地中海區域，而這與是腓

尼基人對歐洲“日落之地”的觀察視野完全相同。 可以說，亞洲地理觀念的起源是與地中海這一自然地理分

界有關，同時也體現了地中海文明圈對東方異域的地理空間想像。
亞洲觀念隨著歐洲地理觀念的發展而不斷拓展與演變，總體上經歷了古希臘至羅馬帝國、中世紀至文

藝復興時期、歐洲地理大發現時期三個歷史階段。 這種地理圖景的變革與東西方文明之間日益加深的互動

有直接關聯，與廣義西域的形成機制相類似，亞洲圖景也伴隨著歐洲對東方持續的關注而發生視域上的東

擴，因而“亞細亞”在歐洲歷史上是一個逐漸生成與拓展的地理概念，並且構成了古代西方對“絲綢之路”的

文明敘述。
第一，古希臘時期及羅馬帝國時期擴展了對亞洲地理的認識，標誌著地中海文明圈“絲綢之路”地理觀

的初步形成。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將亞洲、歐洲及非洲看作是一片大陸，並對大陸邊緣的

海洋有重新的認識，“他堅持認為南面存在一個連續不斷的、從印度洋到大西洋的海洋。 ……他是第一個將

亞洲和非洲界限從尼羅河改為蘇伊士地峽的人” ⑩。 從希羅多德開始，希臘學者建立了對亞洲的較為系統的

知識體系，亞洲的東部邊界也由波斯最終達到印度河流域。 隨著亞曆山大的東征，亞洲中部的面貌更加清

晰化，“東征所得地理資料，則在埃及之亞曆山大城自成一體系，而以希臘為中心；最值得主義者，為地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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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古斯（Ｄｉｃｈａｅａｒｃｈｕｓ）說，謂有東西相貫之大山脈，使整個亞細亞大陸，劃為南北二部” 。 亞曆山大的東征

路線是沿著小亞細亞以及波斯南部到達印度河流域，而東西大山脈可以看作是從黑海與里海間的高加索山

脈、伊朗高原北部的厄爾布爾士山脈到興都庫什山以及帕米爾高原的延伸山脈，這些山脈區隔了北方的遊

牧帶與南方的定居帶。 希臘化王國的建立使得亞洲地理範圍從小亞細亞進一步擴展至中亞、印度河流域。
西元前 １３８ 年至西元後 １６６ 年，漢王朝先後與希臘化王國、羅馬帝國進行接觸，從歐洲到東亞的地理空間才

真正聯結成為“絲綢之路”。
羅馬帝國時期的克勞狄烏斯·托勒密（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ｕｓ）的地理學說進一步拓展了對亞洲地理空間

的認識，在 １５ 世紀末繪製的托勒密地圖採用半球面投影的方式，將平面圖呈現在球面之上。 托勒密地圖關

於亞洲地理的描繪總共分為十二幅圖，包括小亞細亞半島、兩河流域、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島及波斯灣、印度

半島、中亞東部、中亞西部以及馬來半島等，這反映出歐洲地理大發現之前對東方世界的詳盡描繪。 西元 ２
世紀，中國的形象在羅馬帝國學者的亞洲地理敘述之中逐漸顯現，托勒密對亞洲範圍的地理認識擴展到天

山與昆侖山之間的塔里木河流域，而其中所描述的東方不僅包括印度，還有被稱為“賽里斯”（Ｓｅｒｅｓ）的中國，
而 Ｓｅｒｅｓ 的詞源就是“絲”，這可以說是古代對“絲綢之路”最早的描述。 劉迎勝認為托勒密《地理志》中所描

繪的東方是賽里斯指的是東漢控制下的西域，托勒密所說的奧紮基亞山（Ａｕｚａｋｉａ）為天山山脈的西段，而卡

西亞山（Ｋａｓｉａ）為昆侖山脈的西段，兩山之間的奧伊哈爾德斯河（Ｏｉｋｈａｒｄｅｓ）為塔里木河。 這可以與東漢時

期的廣義西域的“絲綢之路”地理觀形成鮮明對照。
第 ２，中世紀歐洲所繪製的世界地圖以及呈現出的亞洲地理觀念受到基督教的影響，並且凸顯了亞洲在

世界圖景中的核心地位，也反映出古代西方“絲綢之路”地理觀所蘊含的宗教與文明衝突張力。 中世紀世界

地圖將耶路撒冷作為世界的中心，而亞洲同時也是伊甸園所在的地方，亞洲在此類地圖上的位置是在上方，
歐洲及非洲分別在下方的半圓之中，這提示我們———中世紀的世界地理觀念蘊含著一種以近東的亞洲作為

世界中心的傾向。 例如中世紀的 Ｔ－Ｏ 地圖作為歐洲歷史上最早的印刷地圖，它簡明而形象地勾勒出歐洲、
非洲與亞洲的相對位置，在地圖的圓形結構中比較突顯的是上半圓的亞洲部分，下半圓左右兩端分別相應

於歐洲與非洲，而“Ｔ”形表示的是以地中海、頓河以及尼羅河作為三大洲之間的分界線，亞洲、非洲及歐洲部

分分別標示著諾亞三個兒子———閃（Ｓｈｅｍ）、含（Ｈａｍ）以及雅弗（ Ｊａｐｈｅｔｈ）的名字。 他們各自分有不同的領

土，並且被視為人類的祖先。 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維柯（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Ｖｉｃｏ）認為其中閃族到達了中亞並

轉向東方，雅弗族則到達北亞，含族到達南亞、埃及和非洲，他們背棄其父親諾亞的真教，而成為世界各異教

民族的祖先。 由此可見中世紀的地理觀念中，亞洲與歐洲、非洲實際上作為《聖經》創世系統下整體大陸的

不同部分而存在，但同時亞洲的大部分又是異教民族的生存空間。
亞洲地理觀的拓展在歐洲地理學的演化中呈現出由西向東的外擴，中世紀對亞洲的想像始終帶有異教

的投射，十字軍漫長東征史正反映了歐洲對東方異教民族的抵抗與征服。 然而，１３ 世紀中葉所建立起來蒙

古帝國卻是由東方向西方的開拓，遊牧民族打通了中國、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之間的界限，在陸路範圍上由中

亞深入到西亞，東部邊界與歐洲、土耳其接壤，並且開闢了由中國東南沿海到波斯以及義大利的海上航線，
這為歐亞地理空間的聯結提供了現實的土壤。 羅馬教廷與亞洲腹地的蒙古帝國互派使者，歐洲與亞洲兩

端形成地理空間視野的融合。 而歐洲旅行家對於蒙古帝國統治下的阿拉伯、波斯、中亞、中國等亞洲各地的

考察，也極大豐富了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對亞洲地理的見聞與想像。 例如居住在葡萄牙的猶太製圖學家亞

伯拉罕·科瑞斯科（Ａｂｒａｈａｍ Ｃｒｅｓｑｕｅｓ）於 １３７５ 年繪製完成的《加泰羅尼亞地圖集》以及亨利庫斯·馬特魯

斯（Ｈｅｎｒｉｃｕｓ Ｍａｒｔｅｌｌｕｓ）於 １４９０ 年發行的世界地圖，都對《馬可·波羅遊記》中的亞洲地理知識有所採納和借

鑒，這也為歐洲 １５ 世紀以後的地理大發現提供了必要的全球文明圖景。
第三，１５ 世紀末西方開啟“地理大發現”，歐洲地理觀念受此影響發生巨大變革，由於開闢新航路的最初

意圖是探求通往東方的貿易之路，故而早期新航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
哥倫布時代對世界的普遍認識還延續了中世紀時期三分法的陸地觀念———將世界看作是由亞洲、歐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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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三合一”所組成的大陸群，因而哥倫布並不將新發現的大陸看作是獨立大陸，他一直誤以為美洲大陸即

夢寐以求的亞洲。 正如 Ｅ．Ｇ．Ｒ．泰勒所說，“哥倫布時代仍保留著的正統觀念是：［地球上］只有一片單一有限

的，由三部分組成（三合一）的陸地，它被大洋包圍著，並被五個海互相交叉穿過。 ‘陸地’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或 ｔｉｅｒｒａ
ｆｉｒｍａ）這個字過去曾用於那些組成這塊陸地群的國家。 ……現代的‘大陸’或‘洲’（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則指一大塊獨

立分開的陸地，它是從新地理發現的實質被認識後才開始使用的字。 哥倫布這個篤信宗教的人至死仍相信

他發現的地方是那塊三合一的陸地上尚不清楚的邊緣部分” 。 由此可見，探求通往東方或亞洲的海上貿易

航路構成了歐洲地理大發現的動因，海洋既是大陸之間的天然阻隔，又是洲際之間的主要通道，因而“海圖”
更強調世界圖景的海洋屬性，並且側重於對海岸線的描摹以及海岸地名的標記，這使得亞洲的海洋邊緣以

及外部輪廓在大航海時代得到鮮明的刻畫。 大航海時代以後，七大洲的地理輪廓也逐漸清晰化，全球一體

或寰宇的地理圖景分化了中世紀的整體陸地的觀念，亞洲也因此成為世界諸大陸中的一個獨立部分，原有

僅限於歐亞之間的“絲綢之路”貿易也逐漸變成全球範圍內的洲際海陸貿易。
亞洲觀念在明末被引介到中國，義大利人艾儒略（Ｇｉ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來華傳教，並在 １６２５ 年在中國學者的協

助下撰寫《職方外紀》，其中描述了亞洲的地理範圍及其國家構成：“亞細亞者，天下一大州也，人類肇生之

地，聖賢首出之鄉。 其地西起那多理亞，離福島六十二度；東至亞尼俺峽，離一百八十度；南起爪哇，在赤道

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 所容國土不啻百餘。 其大者首推中國，此外曰韃而靼，曰回回，曰
印弟亞，曰莫臥爾，曰百兒西亞，曰度兒格，曰如德亞，並此州巨邦也。” 所謂“福島”即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島，
在托勒密地圖中以此作為本初子午線的始點。 “百兒西亞”、“度兒格”是明朝對“波斯”、“土耳其”兩國名稱

的音譯，土耳其在當時是強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如德亞”是猶太人世居地。 這種新的地理觀念將亞洲內

陸劃分為若干單元：東部的中國、北方遊牧民、中亞回部、南亞印度（莫臥兒王朝）以及西亞的波斯、土耳其，
另外包括猶太人居住的迦南等地。 晚清的魏源作《海國圖志》也正是按照這種地域觀，將亞洲內陸劃分為西

域回部與五印度。 早在 １６ 世紀初期，俄國尚未向東方拓展版圖，而明朝的統治範圍未達到漠北地區，廣闊亞

洲的內陸草原為遊牧民族韃靼所馳騁，從中國的河西走廊一直到中亞的綠洲地帶則為穆斯林定居區。 由於

遊牧民族曾經統治過中亞等伊斯蘭國家，因而，歐洲對亞洲內陸地理空間的認識存在“東韃靼”與“西韃靼”
的認識。

亞細亞的地理觀念觸動了明清之際士大夫的夷夏觀。 明末時期徐光啟、方以智、徐應秋等學者留心於

西方天文學與輿地學，也是最早引述亞洲地理觀念的中國人。 明末瞿式榖認為如果按照《職方外貢》的《萬

國全圖》而論，中國只是居亞洲十分之一，而亞洲只佔有世界的五分之一，倘若還是偏居一隅而視外邦為蠻

貊，那何異於井底之蛙，他進而指出夷夏的觀念不應局限於地域之別，“且夷夏何常之有？ 其人而忠信焉，明
哲焉，元元本本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清初所

修《明史·外國傳七》在正史中最早介紹亞洲地理：“意大裏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 萬歷時，其國人

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 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 第二曰歐

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 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 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

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 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為第五。” 以上五大洲，以亞洲為第一，歐洲為第二，顯然與

《職方外紀》排序有關，但也體現出一種由華夏文明漸次擴展出去的亞洲中心觀念。 中國對歐洲的認知在明

以前主要體現在正史《西域傳》之中，１６ 世紀末至 １７ 世紀初，歐洲在科學方面尤其是實測領域的強盛讓明末

士人有所警醒，從而激發其對於西洋天文曆法及地理觀念的接受。 清朝中期以前就已在西北地區運用西方

的測繪技術進行製圖，康熙皇帝聘請法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大部分地區進行經緯度的測量，並繪製出了《皇

輿全覽圖》，這是用西方投影法繪製的第一幅中國地圖。 清代對西域的地理測繪是在在乾隆時期開始的，隨
著對西北准噶爾部的平定先後對新疆地區及巴爾喀什湖以東及以南地區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測量，設立了 ９０
多個經緯點，並最終形成了《乾隆內府輿圖》 ，其中增不了西域、吐蕃新測繪資料，範圍包括了亞洲全圖，體
現了亞洲地理觀對清代西域疆域測繪的影響。 因此，作為古代西方“絲綢之路”的“亞細亞”地理觀念漸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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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以後的中國人所接受，而與之相應的世界地理知識也在逐漸改變中國的天下觀念。

三、 近代“絲綢之路”的確立：“西域”與“亞細亞”的交匯

晚清中國發生“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變局可以從天下觀或世界觀的角度來理解。 學者尤其注重

遼金元史傳統以及四裔之學，從關注西北邊疆到邊疆以外的歐亞內陸，在研究視野上由域內轉向域外，他們

關注“西北”及“西域”也是近代中國學者“開眼看世界”的最初契機，當時學者將邊疆史地與域外史學相貫

通，而開啟對域外地理及世界地理的研究風氣。
而近代意義上“絲綢之路”也隨著東西方的密切交流而最終確立，學界一般認為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

最早提出“絲綢之路”（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ａｓｓｅｎ）的地理名稱。 近代以後的中國學者引介自俄國及歐洲的“俄屬中央亞

細亞”、“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亞洲高地”等地理名稱，大體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廣義西域。 而晚清學

者開始使用“中央亞細亞”等新的地理概念，並且注意到這一區域在國際新秩序下的地緣特性。 “中央亞細

亞”被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地理空間及文化單元，並且被等同於古代的“西域”，同時也是近代西北史地學所關

注的領域。 斯坦因稱西域為亞洲腹地（Ｉｎｎｅｒｍｏｓｔ Ａｓｉａ），也包含了內亞與西域相互嵌合的維度。 自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開始，學者又提出“內陸亞洲”（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這一概念，其內涵與中央亞細亞較為類似，海外新清史學

派以“內陸亞洲”的視角敘述清帝國的政治制度演變，如果追溯新清史的論述方式，其視角與晚清西北史地

學對西域的關注有內在聯繫，歐文·拉鐵摩爾（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較早提出內亞概念，其著作《中國的亞洲內陸

邊疆》（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論述以新疆、內蒙古、滿洲、西藏為代表的內陸邊疆的社會形態、歷史演

進，將內陸與邊疆間的融合、互動作為一條主要線索。 從廣義而論，內亞的疆域範圍與古代絲綢之路相重

疊，作為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彙聚地，區域內民族特色鮮明、歷史演變複雜。 從歷

史上來看，內亞秩序的變革不僅僅影響本區域，更有全球性的廣泛影響。 實際上，內亞的視角與晚清西北史

地學對西域的觀察視域非常接近，也可以說在晚清學者那里就已經形成對絲綢之路與內陸邊疆的普遍關注。
追溯晚清學者對西域及內陸邊疆的關注，自然與 １９ 世紀中後期的國際局勢有極大關係。 隨著俄國、英

國等國在中亞及南亞的勢力擴張，並且謀求佔領瓜分新疆地區，西北邊疆危機日益加重，“西域”再度成為晚

清西北史地學所關注的重心。 晚清學者宣揚塞防、邊務的邊疆治理方略以及清代開闢邊疆的“聖武”事蹟，
其意圖也在於扭轉晚清帝國在西北邊疆岌岌可危的統治，恢復“大一統”的王朝盛世局面。 但晚清所遭遇的

邊疆危機不同於歷朝歷代的邊患，還需要放在國際秩序演變以民族國家建構的雙重背景下加以理解，受此

影響，清帝國的天下觀及西域觀為核心的地緣觀念漸趨瓦解。 龔自珍提出“西域置省”的主張正在新國際形

勢之下提出的邊疆主權建構理念，也是傳統西域觀向近代亞洲觀的轉型與過渡。
正是在東西方文明激烈衝突的背景下，晚清學者開始將廣義西域與亞洲內陸兩種圖景相互融合，並且

重新審視晚清西北地區的地緣變革，這種歷史觀與地理觀的雙重變革可以追溯至魏源的西北史地研究以及

對西方地理學的引介。 魏源《海國圖志》之中描摹了兩種亞洲地圖：其一是以《元經世大典圖》中元代疆域為

藍本，繪製成《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圖》；其二是以近代西方經緯刻度的球面俯視圖為藍本，稱為《亞細亞洲各

國圖》。 第一種亞洲地圖的外部邊疆以東海、北海、南海、地中海等海洋為邊界，其西域的範圍由新疆到歐洲

及非洲的邊緣，但並沒有標示國界，更加凸顯歐亞內陸空間的一體化；第二種亞洲地圖呈現出現代世界地圖

的性質，其中所顯示出的海洋並不僅僅有邊界的意義，更主要的是具有了使各大洲交通互聯的作用，有較為

清晰的國界與洲際分界。 這兩種亞洲觀念在魏源那里並存，這反映出清末西北史地學的兩種歷史敘述：西
域史敘述是一種內陸型文明的表述，而亞細亞敘述則是一種內陸與海洋並兼的全球文明的表述，所謂“海

國”的稱謂正是一種近代亞洲地理觀的體現。 縱觀《海國圖志》全書，魏源對亞洲地理方位以及歷史沿革的

梳理，一方面引述《漢書》《後漢書》《魏書》《隋書》《唐書》等歷代西域傳，另一方面輯錄了近代西方地理圖書

關於印度洋、印度及其相鄰大陸的記載。 他把漢魏唐西域圖、元代西北疆域圖、亞細亞各國圖並列，這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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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地理知識的來源造成了魏源持有新舊兩種亞洲內陸觀。
由之可見，在 １９ 世紀中後期隨著世界地理觀念的傳播，當時的士人一方面繼續使用廣義西域來看待近

代的西亞地理空間，另一方面又以近代的國際視野將西亞分為若干地理單元。 清末學者認為此區域在古代

文明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為人類文明肇始之地，而這正對應了近代意義上的“絲綢之路”文明圖景。 晚

清西北史地學者多通過西域的視角考察歐亞國家間的地緣政治，他們論述中國與俄國的地緣問題時，既包

含一種古代西域地緣視角，又引入近代西方的歐亞地緣視角，從而形成了近代中國“絲綢之路”的地緣政治

視角。 西北史地學者同時又是蒙元史研究者，他們關注 １３ 世紀中期蒙古帝國對中亞的征服與統治，這種統

治並不是隨著元朝的結束而瓦解，其後的帖木兒帝國在中亞的統治一直延續至 １６ 世紀初，而在帖木兒帝國

之後，１６ 世紀中後期至 １９ 世紀中葉，莫斯科大公國以及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加速了對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的

擴展。 何秋濤《朔方備乘》的焦點就是 １９ 世紀的“俄國問題”，這一問題與中國北部與西北部邊疆危機有直

接關係。 他所繪製的“歷代北徼圖”正是關注歷代中國西北邊疆、西域以及烏拉爾山以東亞洲地緣的演變，
具有一種古今交匯的視角。 在論述俄羅斯民族的歷史起源時，何秋濤認為古代烏孫所處的地緣狀態與而近

代俄國非常類似，他作《元代北徼諸王傳》，考證元代時期西北藩國，他注意到當時俄國全境都是在元代藩屬

封地之內，並以西伯利亞在元朝時已列入中國版圖。 因而，何秋濤判定古代遊牧部族與近代民族國家之間

的關聯性，不僅是基於人類學進行論證，而且是有一種地緣政治的視野。 從何秋濤的關注點，可以看出晚清

西北史地學的視野擴展至小亞細亞半島的歐亞邊界，這擴充了清代中期西北史地學的關注範圍，實際上是

從世界地理的觀念來看待西北及西域，而且他在 １８５３ 年至 １８５８ 年撰寫《朔方備乘》時留意到歐洲國家在

“土耳其”問題上的分歧。 從中可見晚清學者探討西北邊疆與西域問題，實際已經具備一種觀察“絲綢之路”
沿線地帶的近代地緣政治觀。

因而，傳統的歷史敘述描述的是東西方帝國之間、遊牧政權與定居政權之間長達數千年的交往與融合，
而近代“絲綢之路”的文明圖景則顯示出對全球史觀與國際秩序的普遍關注。 民國時期學者朱希祖認為西

域作為亞洲“中樞”的地位，其地緣重要性不僅僅對於中國而言，更是對歐亞大陸而言：“西域一地，在吾國常

人視之，以為邊疆，無足輕重；而以亞洲全局觀之，實為中樞。 蒙古統一亞洲，先經營西域，迨二區在握，而後

西征弗庭，前後左右，鞭笞裕如，其明證也。 故欲統一亞洲者，蒙古、西域，首為兵事必爭之地，歐亞強國，苟
欲爭霸亞洲，此二處必為最要之戰場；然蒙古不過為甲乙二國最初決定勝負之區，而欲控制全亞，與其他各

國用兵，必以西域為最要地矣。 吾國新疆為西域最要區域，吾國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俄國得之，
可以東取中國，南略印度；英國得之，可以囊括中亞細亞，縱斷西伯利亞。” 因而，近代中國西域觀向亞洲觀

的轉變也體現了天下圖景向全球圖景的轉換。
從“西域”到“亞細亞”不僅僅是東西方觀察視角的不同，還體現了古今史觀的重大變革，這種轉變背後

蘊含了全新的地理空間想像。 “西域”在《漢書》的原始語境中意味借著對外部世界的渴求與聯合，但“西

域”作為一個參照視角始終在發生變化，它既是對一種古代“絲綢之路”中各種文明體系的歷史敘述，也體現

了在不同歷史階段中華夏文明與域外文明的聯繫與區分。 而“亞細亞”作為西方對東方的想像，它與歐洲、
非洲大陸既具有天然一體性，又有一種宗教及文化上的特殊性，“亞細亞”地理觀在明清之際傳入中國後成

與華夏世界觀相融合。 近年來中國提出基於“一帶一路”架構的全球治理新思路，其思想脈絡背後體現了一

種全球文明之間“聯結”，以消泯從中國西北內陸到中亞、西亞乃至歐洲、非洲各文明區域間的壁壘與隔閡，
這種經濟、貿易一體化思想實際上與古代的廣義西域視角有內在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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